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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是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还是应更加注

重大城市的发展，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深入研究，审

慎决策。在目前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导向发生偏

差，将会导致大规模的资源无效配置，给未来的发展带来障碍。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４６％，低于世界

４９％的平均城市化率；如果要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 ７８％的城市化率，还要

提高３０个百分点以上①。要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还要 ４亿多农村人口转

变为城市人口。在未来３０年中，如果城市化率能够持续每年提高 １个百分

点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期间平均每年提高了１２个百分点），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

的。在此期间，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将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引领

中国迈进发达国家的门槛。

但是，什么是未来城市化的合理路径？我们应当优先促进哪一类城市

（或者镇）的发展？中国城市化的合理目标模式是什么？什么是促进城市化

的有效手段？城市化过程中应当避免哪些问题的发生？解决这一系列复杂的

问题，还需要大量深入的研究。本文旨在对中国城市化的合理模式和路径进

行初步的探讨。

本文的第一部分简要讨论了中国过去的城市化过程在城市规模方面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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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外数据见世界银行 （２００８）《世界发展指标２００８》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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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训；第二部分是有关城市规模的若干经济学理论和对实践问题的思考；

第三部分使用计量模型方法，对世界各国影响城市规模的各种因素进行实证

分析，据此对中国未来的城市集中度 （指 １００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例）作出一个初步的预测；第四部分概括本文的主要观点，并就

政府在城市化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提出了一些看法。

一　中国城市化的历史经验教训：大与小

中国过去６０年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前的近 ３０年，其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远远滞后于工业

化发展步伐。这主要是由于处在当时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为了尽快实现工业

化，采取了牺牲城市化发展的策略。从 １９５２年到 １９７８年，工业在 ＧＤＰ中

的比重从１７６％上升到４４４％，提高了近２７个百分点；而同期城市化率仅

从１２５％提高到１７９％，只提高了５个多百分点①。这种城市化进程显著落

后于工业化的情况，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是反常的。这一政策虽然在初

期起到了迅速提升工业化水平的作用，但后来却越来越导致了经济布局不合

理、工业效率低下、城乡隔绝、收入差距拉大、就业不充分、大量劳动力资

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等一系列问题，反而影响了经济发展。

从改革初期 （１９７８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的约 ２０年可以划为城市化

的第二阶段。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国家的城市化战略从限制城市发展，转变为

“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政策上对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 “网开一面”，市场的开放和逐步放开对农民工进城

的限制，使得城市化加速发展，城市化率在这 ２０年间提高了 １５个百分点，

１９９８年达到３３３％。不过，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是不均衡的，主要表现

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数量迅速增加，而城市平均规模显著下降，大城市数量

偏少，发展滞后。

中小城市在 １９７８年有 １５３座，到 １９９８年已达 ５８３座，在 ２０年中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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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城市 ５０年》 （１９９９）；《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
汇编１９４９～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以下除来自其他出处外，不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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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和人口各增加了 ２８倍和 ２６倍。这一方面是行政建制改变的结果

（相当一批县改为县级市），同时也反映了城市化的客观趋势。在严格限制

大城市规模的政策下，５０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数量和人口规模仍然取得了一

定程度的发展，城市数量增加了１倍，人口增加了１５倍；但增长幅度显著

低于５０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这种变化，使全部城市的平均规模从４０万人

下降到３０万人。城市规模过小，缺乏规模经济性，也导致了生产要素使用

效率不高、土地资源浪费和过多占用等问题。但这些中小城市的发展毕竟为

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

按照我国过去沿袭下来的城市分类，市区非农业人口超过 ５０万人为大

城市，中等城市为２０万 ～５０万人，而 ２０万人以下为小城市。但经济学界

已经有相当多数的意见认为这一分类标准偏低。实际上 ２０万 ～５０万人的城

市在我国仍然可以算作小城市。

这期间，撤乡建镇的行政建制改变，使小城镇数量迅速从 ２０００多个扩

大到１８万个 （１９７９～１９９６年），增加了六七倍，但镇人口仅从接近 １亿人

增加到１６亿人；而单个镇的平均规模从４万人下降到不足９千人。这说明

镇的数量增加主要是行政建制改变导致统计变化的结果，而不是人口自然向

小城镇集中的结果。名称变了，却缺乏相应的实质性变化。也有不少镇使

用财政资源或银行贷款进行建设投入，但由于多数小城镇缺乏凝聚力和自

身发展的动力，这些投入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导致资金和土地资源的浪

费。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到目前的 １０年左右可以界定为城市化发展的第三

阶段。在这期间，中央政府放弃了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并于 ２００１年正

式宣布了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政策。对农民工进城的政

策，也从仅仅允许逐渐转变为鼓励和支持。这期间，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

快，到２００８年，城市化率比１９９８年上升了 １２个百分点，达到 ４５７％；年

均提高１２４个百分点，显著高于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期间的年均 ０７７个百分点。

因此第三阶段是一个城市化更加均衡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中型城市的数量和人口增长都显著加快

了。其中发展突出的是 ２００万人以上的更大规模城市。需要说明，这期间，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发生改变，所公布的城市规模分类不再按非农人口计

算，而改按市辖区总人口计算。下面将按市辖区总人口分类，对不同规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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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变化进行分析。

但在更换统计口径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沿袭原有的大、中、小城市人口

数量标准 （５０万人以上、２０万 ～５０万、２０万以下），实际上就进一步降低

了城市规模分类的标准。因此在本文以下部分，将市辖区总人口在 １００万

人以上的城市称为大城市 （其中超过 ２００万人的可以称为特大城市），将

５０万 ～１００万人口的城市称为中型城市，而将 ５０万人以下的城市统称为

小城市。这一分类比原来的城市规模分类标准在人口数量上有所提高，但

由于市辖区总人口大于市辖区非农人口，因此并没有将规模分类标准提高

很多。

为了使统计口径统一可比，本文将 １９９８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 （以下

简称为地级城市），统一按市辖区总人口的口径进行了分类计算，并与 ２００８

年数据进行比较，以反映各类规模城市数量的变化，见表１。

表 １　不同规模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变化

单位：座

年份 ２００万以上 １００万 ～２００万 ５０万 ～１００万 ２０万 ～５０万 ２０万以下 合计

１９９８ ２０ ６１ ７７ ６１ ４ ２２３

２００８ ４１ ８１ １１０ ５１ ４ ２８７

２００８／１９９８（％） ２０５ １３３ １４３ ８４ １００ １２９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数据计算。

表 １显示，在此期间，２００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数量增长了一倍以

上。１００万 ～２００万人的大城市和 ５０万 ～１００万人的中型城市，数量分别

有３０％ ～４０％的增长。不过要注意到，其间少部分大城市已升入特大城市

的行列，因此 １００万 ～２００万人城市的实际增幅更大一些。相反，５０万人

以下的小城市数量有明显的下降。这主要与一部分小城市进入了中型城市

行列有关，但同时也说明小城市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得不到后续资源补

充。

在此期间，各类城市人口的变化幅度与城市数量的变化幅度差不多，表

中没有另外列出。由于大城市发展加快，这期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均规

模，从８５万人上升到１３０万人。

上述情况，与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期间城市平均规模下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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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照。这说明在一个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城市的集聚效应导致大城市

具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人口和产业向大城市集中；城

市化进程自然趋向于大城市 （特别是其中的特大城市）更快发展。如果人

为改变这一规律，采用行政手段迫使资源向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无疑会减

慢城市化进程，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但即便经过过去一个时期大城市的较快发展，国内外近期一些研究

仍然发现，以国际视野来衡量，中国的城市化率仍然偏低 （简新华、黄

锟，２０１０），而且大城市数量仍然偏少，平均城市规模仍然太小。著名城

市经济学家弗农·亨德森 （Ｖ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７）指出， “虽然一些城市

在过去几年经历了大规模人口流入，中国总体仍是城市数量众多，人口

规模不足”，而且中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也仍然低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

国家。他认为，如果一些地级城市的规模扩大一倍，可以使其单位劳动

力的实际产出增长 ２０％ ～３５％。这一比例高于王小鲁和夏小林 （１９９９）

估算的中国城市最优净规模收益 １７％ ～１９％的水平。但前者未扣除城市

的负外部效应，而后者指的是扣除负外部效应后的净收益，因此两者是

比较一致的。

二　关于城市规模和布局的经济学思考

第一，关于城市规模和城市集聚效应。这是城市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理

论问题。在城市经济学文献中，已经有过不少理论论证，说明存在最优城市

规模 （托利、克瑞菲尔德，２００１；斯特拉斯蔡姆，２００１）。但究竟哪种规模

的城市具有更好的集聚效应，国内和国外的实证性研究都不多。王小鲁和夏

小林于１９９９年发表在 《经济研究》上的一篇论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

型，并应用中国６００多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同规模的城市具

有不同程度的集聚效应 （或称正外部效应、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 （或称

负外部效应）。两者均可以用对数非线性函数来表示，但前者边际收益递

减，后者则边际成本递增。两者正负相抵后，处在一个广大区间的绝大部分

城市都具有正的净规模收益 （或称净集聚效应）。其中规模在 １００万 ～４００

万人的大城市，净规模收益最高，达到城市 ＧＤＰ的 １７％ ～１９％。超过这个

规模区间，净规模收益逐渐递减，而规模小于 １０万人的城市，则无法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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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规模收益① （王小鲁、夏小林，１９９９）。

该项研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国应该

改变限制大城市而重点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优化城市规模，这将改善资

源配置状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加速经济增长。此后 １０年左

右的发展实践，证实了上述判断是正确的。

此外，在国外２００６年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城市规模的英文论文中，美国

布朗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同样也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 （但模型设定与具体方

法非常不同）和中国数据，得到了与王小鲁和夏小林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

城市的净集聚效应首先随着城市规模上升而急剧上升，在达到峰值之后缓慢

下降，因此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呈倒 Ｕ形变化。这与王和夏的发现是非常

一致的。他们还发现，随着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城市的最优规模 （净集聚

效应最大）也有不同；当制造业与服务业增加值之比为 １时，城市的最佳就

业人数规模在１２７万人，相当于最优人口规模２５０万人左右。而当上述比值为

０６时 （适用于更大城市），最优人口规模约为２９０万 ～３８０万人。他们也因此

得到了中国城市的平均规模过小的结论 （Ａｕ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

这两位学者指出，他们使用中国的城市数据进行上述分析，是因为中国

城市统计数据的全面性使得计量经济研究成为可能。他们还特别提出，这是

有史以来第一篇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城市集聚效应的论文 （实际上这

篇英文论文比王小鲁和夏小林的中文论文晚发表了７年）②。

但是城市化涉及方方面面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述两篇论文代表了

其中一个重要领域的研究，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充分展开。下面就几个

重要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所提出的一些初步判断还具有假设的性质，有待

进一步验证，提出来供学术界进一步研究。

第二，关于城市的区域布局。上述关于城市集聚效应的结论是就单个城

市而言，并没有涉及城市的空间分布对城市集聚效应的影响。有证据证明，

城市的空间分布实际上是具有结构性的。例如 Ｄｏｂｋｉｎｓ和 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２００１）

考察了美国１９００～１９９０年期间城市的变化，发现在此期间出现的新城市，

１３３

①

②

显然，上述数据只在统计意义上反映一般情况，并不表示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成立。因此不

排除有些城市规模大于或小于这一最佳区间，但仍然有高的净规模收益。

王小鲁和夏小林 （１９９９）的文章没有在国外发表，因此 Ａｕ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的这一误判很可能
是由于不同语言间的障碍或者文献检索不充分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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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邻近其他城市的话，则发展较快，而且相邻城市的增长率是相互紧密依

存的。这符合 “城市簇”的概念，证明确实存在城市间的空间相互作用。

其他研究可参见 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关于中心区理论和中心城市理论的论述 （２０００），

亨德森关于城市数量和规模分布的研究 （２００１），Ａｕ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关于城市

之间存在溢出效应的论述 （２００６）。

单个城市 （或镇）处在邻近城市组成的空间结构中，其规模收益会发

生很大的改变。举例说，某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小城镇表现出很强的活力，能

够吸引人口和资本集聚，并能够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城市。而这种情况在大

城市分布稀疏的西部地区却很少看到，那里的小城镇即使在政府行政措施的

推动下，也往往缺乏实质性的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前者往往邻近大

城市，同时交通方便，能够享受到产业集聚在城市间的溢出效应。例如长江

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大城市集中，而小城

市和小城镇发展也十分突出，全国的 “百强镇”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在这

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都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京津唐地区也

有类似的潜在优势）。

（１）环绕或毗邻一个超大规模城市或国际大都市 （上海、香港）。

（２）城市分布密集，除了作为核心的超大城市外，在直径一二百公里

范围内还至少有三四个超过一百万人的大城市互相依托，加上周边若干较小

规模的城市和镇，组合成一个以超大城市为核心、大城市为主干，由不同规

模的市、镇组成的城市群结构。

（３）大城市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和镇之间，有密集的交通网连接，

运输条件便利。对这两个地区而言，还都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地处

主要内河入海口，并拥有国际性大港。

处在这样一个结构中的中小城市和镇，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动力

是不奇怪的。它们的规模收益来自与大城市之间的协同效应，在地理分布上

与大城市邻近但又保持了一定距离。这种情况，与国外的 “次城市化”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和城市多中心化现象可能有殊途同归之处。而如果不具备

这样的条件，例如像有些西部省份只有一两座孤立的大城市，中型城市数量

也很有限，那里的小城市和镇的发展也往往缺乏动力。在这些地区，希望靠

行政力量推动孤立的小城市和镇的发展，来代替大城市的作用，实现城市

化，恐怕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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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超大城市作为发展中心的地域，由几个百万人口级别的大城市组

成的城市群，可能也是一个较好的发展布局。因此对这些大城市不足的地区

而言，比较现实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可能是一方面改善现有大城市的条件，

增强其辐射力；另一方面重点改善分布在大城市辐射范围以内、发展较好的

几个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改善城市间交通运输条件，帮助

它们发展成为较大城市，从而逐步形成一个良性的城市群结构。

第三，关于超大城市。如本文分析过的，城市规模过大也会导致外部成

本 （或负外部效应）上升。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外部成本需要由政府负担，

并不由个人和企业负担 （例如需要由政府来治理环境，清除污染，改善基

础设施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付出更大成本解决城市治安问题，等等）；而

居民和企业感受较多的是正外部效应 （较高的工资、较容易找到工作、较

方便的生活条件、较充分的信息交流、较高的投资回报等）①。这导致收益

和成本负担不对称。在此情况下，会吸引资金和人口过度流入，使城市超过

最优规模，净收益下降。也就是说，在存在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的情况下，

市场的自发调节仍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总是导致最优结果。

因此对诸如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规模城市的发展问题，政策应当有别

于其他城市。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靠合理的城市规划和管理，防止城市版

图无序地自发膨胀。其次需要疏导，主要是发展邻近地区的较大城市，改善

超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城市群结构，减轻超大城市本身的压力。换言之，是用

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来代替单一超大城市的过度膨胀。但很关键的是，在处于

同一城市群的相邻城市之间，既需要有便利的交通线连接，又需要有不得开

发的农田或自然保护区间隔，防止它们逐渐融合成为过大城市。再次，一定

的行政控制手段仍然是需要的，例如在一定时期内，此类超大城市的户籍控

制和居民福利不可能无条件地放开。

某些超大城市尽管自身规模可能已超过了通常的最优规模区间，但它仍

然可以通过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而发挥正的外部效应，即作为城市群的核

心，使整个城市群具有较高的整体外部效应，达到结构优化。从这个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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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居民来说，大城市的物价更高，地价和房价更高，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损害较大，交通成

本较高，这些也都是负外部效应的体现。但他们负担的毕竟只是负外部效应的一部分，而

不是全部。



崛起的中国

说，中国如果在中、西部地区也形成两三个这样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

结构，可能会是一个较好的布局，会增强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当

然，对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并防止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搞揠苗

助长式的超大城市发展。

此外，亨德森 （２００７）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警告也非常值得注意。他认

为，有必要避免出现过度拥挤的超大城市。但当财政政策和资本市场向某些

高行政级别的大城市倾斜的时候，会鼓励人口向这些城市过度集中。因此，

“最广泛的市场化改革将有助于避免超大城市的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我们

经常能够观察到的现象。例如北京市实际上享受着其他城市享受不到的财政

或其他政策优惠、价格优惠，一些省会城市在其本省范围内可能也享有某些

优惠待遇，这些都是导致人口过度集中的因素。上面提到的某些行政性措

施，也必须以鼓励公平竞争的市场政策为前提。

第四，关于小城市和镇的经济性。小城市和镇在地方经济中有重要的作

用。它们可以成为提供地方市场、繁荣农村经济、连接城乡商品和物流的集

散地和纽带。一些具有良好成长性的小城市和镇还将发展成为中型城市，并

成为新兴城市群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小城市和镇，可以称为城市化过程

中的生长点。它们还将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重要的一环。但是小城市

和镇不可能替代大城市在经济中的作用。

首先，除非是在邻近大城市的情况下，它们自身的规模缺乏对较大产业

投资的吸引力，难以形成产业集聚地，因而也无法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以吸引

人口集聚，难以产生滚雪球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小城市和小城镇能够成

为一个较小区域的商业和服务中心，但不大容易成为城市化的新生长点。

其次，与大中型城市相比，小城市特别是镇，人均占地面积明显大于大

中型城市。按城市的人均建成区面积衡量 （建成区面积／市辖区人口），

２００７年５０万人以上的大、中型城市为人均 ７３平方米，５０万人以下的小城

市为人均９４平方米，县城为人均１２１平方米，而建制镇为人均 １８３平方米。

建制镇的人均占地面积是大中型城市的２５倍。如果按市辖区面积衡量 （市

辖区面积／市辖区人口），这种级差更为明显。１００万人以上大城市的人均占地

面积为１１７９平米，５０万 ～１００万人的中型城市是 ２２８０平米，而 ５０万人以下

小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为５５９６平米，小城市人均占地是大城市的近５倍 （建

制镇没有与城市可比口径的土地统计）。更详细的分类数据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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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规模城市和镇的人均占地面积

城市规模
人均建成区面积

（平方米／人）
人均市辖区面积

（平方米／人）
人均市辖区面积与４００万人

以上城市之比

＞４００万 ７６ ８８８ １０

＞２００万 ８３ １０６１ １２

１００万 ～２００万 ６２ １４９９ １７

５０万 ～１００万 ７５ ２２８０ ２６

５０万以下 ９４ ５５９６ ６３

县城 １２１

建制镇 １８３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８年数据计算。

如果假定在今后的城市化过程中，人为减少大城市对人口的吸纳量而增

加小城市的吸纳量，使大城市少吸纳一亿人，而小城市多吸纳一亿人，按照

所需的市辖区面积算，就意味着要额外多占地４４万平方公里 （６６亿亩）①，

这肯定要包括大量耕地，甚至主要是占用耕地。如果假定建制镇也多吸纳一

亿人口，还要多占更多的土地。在目前 １８亿亩耕地的 “红线”已经很难守

住的情况下，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政策无疑会导致大规模突破这一

“红线”。对中国这样一个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来说，这样一种低效利用土

地资源的城市化模式是难以承受的。

再次，小城镇由于达不到经济规模，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无力承担必要的

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及运营支出，特别是像城市给排

水、供气供暖、垃圾及污水处理等耗资很大的设施投资和运营。小城镇要完

善这些功能，人均成本要比大城市高得多。这导致一些小城镇污水横流，垃

圾成山，生活环境堪忧。

此外，一个小城镇平均人口不到１万人，即使加上周边农村人口，也往

往不足以让功能健全的医院、公交系统、银行等机构有效率地运行。结果，

或者是要长期靠大量的财政补贴来维持这些系统的运行，或者是降低服务标

准。例如保持一两个设备相对简陋的卫生院、普通中学，一两条公交线路，

一两个小型金融网点等，很难达到城市的服务标准。如果小城镇毗邻较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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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没有统计数据，市辖区面积中保留的耕地面积未予扣除。但根据经验判断，市辖区中

真正能够长久保留下来的耕地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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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居民还可以利用城市的服务设施 （尽管不够方便）；反之，则难以对居

民的聚集产生足够吸引力。

第五，关于城市化的动态发展路径。根据以上分析，中国目前面临的问

题仍然是大城市不足，而不是过多。少数超大城市过于拥挤，恰恰说明其他

适度规模的大城市数量不足。允许大城市较快发展，并不单纯意味着现有大

城市的规模扩张，更主要的是需要形成新的大城市，即需要有一批具备条件

的中小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目前全国 １００万人口以上的地级 （及以上）

城市有１２２个。要使城市化率再提高 ３０个百分点，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

平，城市人口需要再增加４亿以上。这当然意味着一部分现有的大城市规模

会进一步扩展，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再逐步形成至少上百个新的百万人口规

模的大城市 （大部分可能将逐渐稳定在１００万 ～２００万人，少部分成为更大

的城市）。它们大多数需要从现有的中小城市中产生，同时也还需要有一批

（也许是两三百个）有突出的成长性的小城镇 （县城和建制镇）生长为新的

中小城市。这些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城市和镇，可以看做未来经济发展的主

要生长点。

但这一过程必须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些中小城市和镇必须自身发展状

况良好。一般而言，产业、资金、劳动力及人口自然流动的方向，是一个很

好的风向标，指示出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向，说明这些目的地城市具有较好的

经济效益和发展潜力。政府可以在此基础上择优作出重点规划，并在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对那些具有生长点特征的城市和镇给予资助。政府的作用应当

是帮助消除城市化发展的瓶颈，而不是包办和代替市场的作用，揠苗助长式

地铺摊子、扩大城市规模。如果全面铺开，将财政资源大量用于全国数百个

中小城市和成千上万小城镇的扩张，那么结果可能造就相当一批缺乏凝聚

力、缺乏发展后劲的空壳城市，浪费宝贵的投资资金和土地资源，反而可能

拖累城市化进程。我们过去曾经在开发区建设、小城镇建设上不同程度地走

过弯路，这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

三　关于城市规模的实证分析：国际经验

城市化是所有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走过的道路。各国的城市

化发展路径，反映出许多具有共同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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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集聚效应导致的结果。这包括由于人口集中和产业集中导致的消费品市

场、投入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容量的扩大和运输成本的节约，对土地的更有效

利用，产业配套能力的增强，基础设施和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条件

的完善，以及技术、知识、信息传递、人力资本贡献等方面的溢出效应。这

些因素使大城市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会导致对资

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更高回报，从而吸引人口和生产要素向大城市集

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证研究证明，这种集聚效应能够在一个广阔的

城市规模区间，抵消人口和产业集中对交通、居住和环境带来的负面外部效

应，使其具有正的净规模收益。

但同时，不同国家在城市集中程度方面，在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

侧重什么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面，又具有不同特点，这往往是各国不同的经

济、地理、人文环境等影响因素作用的结果。例如，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密

度、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特征、交通运输条件，甚至政策因素等，都有可能

对此产生影响。

因此，通过对国际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找出这些共同性，同时探寻哪

些因素导致了各国城市化方面的差异，这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经过筛选，本文选择世界银行公布的 “超过 １００万人的城市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例” （以下称为城市集中度）作为反映城市规模的指标。在王小

鲁、夏小林 （１９９９）对中国城市规模的实证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

规模在１００万 ～４００万人的大城市，具有最高的净规模收益，高达城市 ＧＤＰ

的１７％ ～１９％。超过这个规模区间，净规模收益缓慢下降，但在一个相当

大的范围内仍然保持正的净收益。Ａｕ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的文章发现的城

市最大集聚效应的峰值大致处在 ２５０万 ～３８０万人规模。这恰好处在王、夏

估算的１００万 ～４００万人区间的中间偏上位置，也明显在 １００万人之上。而

且根据他们的发现，城市最大集聚效应的峰值还会随着城市服务业比重的上

升而向更大规模移动。基于上述结论，将人口在１００万人以上城市的集中程

度作为反映城市集中度的指标是适当的。这个指标也是世界银行用来反映城

市集中程度的常用指标。

城市集中度是一系列客观条件变化导致的结果。我们的目的，是考察各

国城市集中度的客观影响因素。因此建立一个模型，将经济发展程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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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人口密度、交通运输条件、收入分配状况，以及不同大洲的地理位置

作为可能影响城市规模的解释变量，进行检验。至于政策因素对城市集中度

的影响，由于没有可用数据，无法检验。模型包括上述变量的理由如下。

（１）基于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自然导

致人口和资源较多地向大城市集中，因此这一过程可能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密

切关系。

（２）基于城市间协同作用的考虑，一个国家达不到一定的城市化水平，

大城市可能难以独立发展。

（３）人口密度越高，土地资源越稀缺；而由于大城市人均占地少，可

能会促使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以利于节约土地资源。但也可能存在相反的因

素，即在人口稀疏的情况下，运输距离成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因此人口更有

必要向大城市集中，以形成同城效应。到底哪种因素占上风，还需要实证检

验来证明。

（４）更好的交通运输条件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城市规模的扩大；

因为不同城市间的交通越便利，越有可能降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必要性。

（５）收入差距越大，越有可能吸引人口向收入更高的大城市集中。

（６）不同国家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也有可能对城市规模

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

为了研究这些因素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本文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各国数

据，进行横断面经济计量模型分析。由于收入水平过低的国家可能在城市化

方面缺乏代表性，本文剔除了人均国民收入 （ＧＮＩ）低于 ２５００美元 （按购

买力平价计）的国家。此外还剔除了数据不全的国家，以及人口规模低于

４００万和国土面积小于２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这是因为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

过小，都会限制其对城市规模进行自然选择。大部分数据的年份为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年。年份不一致可能降低分析的准确性，但由于多数国家的数据在短

期内变化不大，这一问题并不严重①。

根据上面的假设，分别建立线性函数和非线性二次函数模型：

ｍ ＝ｃ＋ａ１ｙ＋ａ２ｕ＋ａ３ｄ＋ａ４ｒ＋ａ５ｇ＋ａ６ａａ＋ａ７ｎｓ＋ａ８ｅｕ＋ε （１）

８３３

①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报告 ２００９：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文版，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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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ｃ＋ｂ１ｙ＋ｂ２ｙ
２＋ｂ３ｕ＋ｂ４ｕ

２＋ｂ５ｄ＋ｂ６ｄ
２＋ｂ７ｒ＋ｂ８ｒ

２＋

ｂ９ｇ＋ｂ１０ｇ
２＋ｂ１１ａａ＋ｂ１２ｎｓ＋ｂ１３ｅｕ＋ε

（２）

其中，

因变量 ｍ可以称为 “城市集中度”，是指１００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占

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ｙ是人均国民总收入 （人均 ＧＮＩ），按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美元计算，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ｕ是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本国总人口的比例；

ｄ是人口密度，即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人口数；

ｒ是路网密度，即每百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铁路和公路公里数，其中铁路

按其与公路的平均运输能力之比，以１４７的经验系数折算为等同公路长度；

ｇ是各国收入 （或消费）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差距大小；

ａａ是美大 （美洲和大洋洲国家）虚拟变量 （相应国家取值为１，其余为０）；

ｎｓ是东北亚国家的虚拟变量；

ｅｕ是欧洲虚拟变量。

不设虚拟变量的本底样本为除东北亚以外的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

表３是 ｒｏｂｕｓｔ回归结果。两个函数的调整 Ｒ２都达到０６４左右；但函数

（１） （线性函数）大部分变量的估计值都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函数 （２）

（非线性函数）的多数变量不具有显著性。通过对各国城市集中度的拟合值

和实际值进行对比，发现线性函数平均误差为 －２个百分点，远低于非线性

函数的平均误差 （１９个百分点），说明前者较好地拟合了实际情况。因此我

们显然应该接受线性函数的估计。

此外，在初步回归分析中，基尼系数虽然得到正的估计值，但 ｔ值过

低，不能确定对城市规模有影响。检验接受零假设，因此已从模型中剔

除。

表 ３　影响城市规模的因素：横断面模型回归结果

项　目 函数（１） ｔ值（ｒｏｂｕｓｔ） 函数（２） ｔ值（ｒｏｂｕｓｔ）

人均 ＧＮＩ ４９７×１０－６ ５０７ １２７０×１０－５ １９９

城市化率 ０１６９７ ２６１ ０１２５２ ０３３

人口密度 ２３０７×１０－４ １５３ ３９２７×１０－４ ０８３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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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函数（１） ｔ值（ｒｏｂｕｓｔ） 函数（２） ｔ值（ｒｏｂｕｓｔ）

路网密度 －４３２６×１０－４ －３１４ －１３４６×１０－４ －０３８

人均 ＧＮＩ２ －１７２０×１０－１０ －１４０

城市化率２ －４１８０×１０－３ －００１

人口密度２ －３７４×１０－７ －０４６

路网密度２ ４５６×１０－７ －１１６

美大虚变量 ０１１１７ ３０２ ０１２７３ ３１９

东北亚虚变量 ０１４６２ ２０４ ０１２１８ １７３′

欧洲虚变量 －００３７３ －０８９ －００６７７ －１４６

截距 ００３９５ ０９２ －０００３２５ ００２

有效样本 ５６ ５６

Ｒ２ ０６８４６ ０７１９４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３８３ ０６４９２

　　注：ｔ值带有′号表示显著程度１０％，号表示显著程度５％，号表示显著程度１％或更高。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ａ回归结果。

上述回归结果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ＧＮＩ）和城市

化率都对城市规模有显著的正影响 （两者统计显著性分别达到 １％和 ５％

水平），证明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率提高，大城市在经济中的作用会随

之上升，大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随之显著增加。这是一个一般趋

势。

人口密度也表现出一定的正影响 （未达到显著水平，但特征检验拒

绝零假设），显示出在人口稠密因而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人口更有

向大城市集中的需要。这种情况符合常识判断，因为在土地紧缺的情况

下更需要节约土地资源，而大城市人口密度高，有利于土地资源的节

约。

相反，交通运输条件 （路网密度）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说明良好的交

通运输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集中度产生替代作用，不过不能从根本

上改变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

此外，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在内的美洲、大

洋洲和东北亚国家，都显示出比欧洲和其他亚非国家有更高的城市集中

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的大城市人口比例比作为参照系的其

他亚非国家高出１０个百分点以上 （显著程度分别达到１％和５％）。相反，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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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的城市集中度相对较低，平均低于参照系约 ４个百分点①。这可

能与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传统有关，对此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

究。

基于以上回归得到的影响系数，我们能够对中国未来的城市集中度进行

预测，为此需要建立若干假设条件。第一，假设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期间，中国

的人均国民收入 （ＰＰＰ）以平均７％的速度增长②，从２００７年的人均５３７０美

元上升到１２９４１美元。第二，假设同期城市化率每年提高 １个百分点，从

４５％上升到５８％。第三，假设人口以每年０５％的速度增长，使人口密度从

１３８人／平方公里上升到 １４７人／平方公里。第四，路网密度 ２０２０年比 ２００７

年提高１倍，达到９９公里／百平方公里。与此相比，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这 １０年

期间城市化率每年实际提高了 １２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年均

０６３％，路网密度总共提高了１１７倍。

而在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期间，假设人均国民收入 （ＰＰＰ）以年均６５％的速

度增长，在 ２０３０年达到 ２４２９２美元；城市化率每年提高 ０８个百分点，

２０３０年达到６６％；人口以每年０３％的速度增长，使人口密度升至 １５１人／

平方公里；路网密度在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期间比 ２００７年再提高 １倍，达到 １４８

公里／百平方公里 （作为对照，２００７年美国的路网密度为 １０７公里／百平方

公里，日本为４１７公里／百平方公里，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２００９）。

基于这些条件，对２０２０和 ２０３０年中国的城市集中度预测结果见表 ４。

表中前三列数字分别为各影响因素的实际值和估计值，后三列数字是各影响

因素对城市集中度贡献的百分点，最下面一行是各影响因素的加总，即相应

年份的城市集中度预测值。

２００７年，中国实际的城市集中度为 ２０４％ （即全国 ２０４％的人口居住

在１００万人以上规模的大城市）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２００５年为 ２４６％）。

而表 ４的预测值显示，在当前条件下，更加合理的城市集中度约在 ３０％左

１４３

①

②

③

表２中的截距项适用于除东北亚以外的亚洲国家及非洲国家。对美洲、大洋洲、东北亚以
及欧洲国家来说，要加上其各自的虚拟变量系数。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 （ＡｎｇｕｓＭａｄｄｓｏｎ，２００７）的估算，中国 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期间的人均
ＧＤＰ增长率 （ＰＰＰ）为６６％。但由于作为基础数据的当时官方统计对服务业增长有较大遗
漏，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上述估算看起来偏低。

这一数字中没有包括超过１００万人的县级市，因为目前这些县级市的绝大部分都包括了大
量农村人口，其居住地仍然是农村地区，因此实际上并不具有１００万人的城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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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中国未来的城市集中度预测

项　目
影响因素 对城市集中度的影响（％）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３０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３０年

人均 ＧＮＩ（ＰＰＰ美元） ５３７００ １２９４１０ ２４２９２０ ２７ ６４ １２１

城市化率（％） ４４９ ５７９ ６５９ ７６ ９８ １１２

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１３７６ １４６８ １５１３ ３２ ３４ ３６

路网密度（ｋｍ／１００ｋｍ２） ４９３ ９８６ １４７９ －１４ －２８ －４２

东北亚虚拟变量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４６

截距 ４０ ４０ ４０

城市集中度（％） ２９９ ３３９ ３８９

　　资料来源：根据表３回归结果、世界银行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和文中所述假设计算。

右，比实际的集中度高出近 １０个百分点。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

有几个东亚国家 （特别是韩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城市集中度相对于其目前

的发展阶段而言过高了；而中国目前则存在着城市规模过小的问题 （印德

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２００８）。关于后一点，王小鲁、夏小林 １９９９

年的研究和 Ａｕ、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年的研究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表 ３的

２００７年预测值与这些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根据表中的预测值，中国２０２０年的城市集中度将达到３４％，到２０３０年

达到３９％。相比现在的实际情况，大城市的比例要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尽

管如此，仍然远低于日本和韩国目前的城市集中度 （分别为 ４８％和 ５１％），

也低于美国现在的城市集中度 （４３％）。

根据表４的预测，中国居住在 １００万人以上大城市的人口，到 ２０２０年

应达到４８亿人，比２００７年有大幅度增加 （２００７年实际值仅为 ２７亿人）。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人口为 ３４亿人，比 ２００７年的实际值略有增加。全国大

城市人口、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人口、农村人口三者的比例将为３４∶２４∶４２。

到２０３０年，大城市要达到 ５６亿 ～５７亿人。大城市人口、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人口、农村人口三者比例将为３９∶２７∶３４。

考虑到目前实际的城市集中度明显偏低，而调整需要较长时间，未来

１０年不大可能达到预测值。这一预测只是基于国际经验推算出一个比较合

理的城市集中度，而未说明城市规模变化的实际路径。假定到 ２０２０年城市

集中度只达到３０％而不是预测的 ３４％，也意味着 １００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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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要比２００７年增加１３亿 ～１４亿人。这意味着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将主要

集中在大城市 （其中也包括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市，而中小城市人口进入

大城市这种置换）。而到 ２０３０年，１００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将比 ２００７年

增加３亿人，大城市数量可能比 ２００７年增加 １５０座以上，其中显然也会包

括一部分特大城市和几个超大城市。同时，估计也会有几百个小城镇发展成

为新的中小城市。

届时，全国城市人口的重心，除了继续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环渤海）这三个东部增长极以外，还有可能新增两三个以中、西部超大城

市为核心的增长极 （例如成渝地区、武汉地区等）。其他各地区，有可能出

现一批以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的次级增长极。

四　结论

本文认为，我国在改革以前忽视和限制城市发展的政策阻碍了经济发

展。改革开始后实行并延续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 “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

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政策比以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

仍然是不均衡的，导致大城市发展滞后，城市平均规模偏小，城市经济效益

偏低。从９０年代后期至今的城市化政策基本上体现了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的路径，使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资源配置效益

上升。在这期间，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发展明显加速，说明大城市具有

更好的规模收益，反映了市场调节下城市集聚效应自然导致的结果。

但是，单纯强调发展大城市也是不够的。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有协同效

应。从城市的区域布局角度看，一个以特大或超大城市为中心、由几个 １００

万人口级别的大城市组成的城市群，是一个更有利于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发展的空间结构。后者的发展也能够进一步改善城市群的结构，减轻中心城

市的人口压力，使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得以充分发挥。此外，对像北京、上

海这样超过１０００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也需要有一定的手段，防止其过度扩

张。这首先需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政策，避免向超大城市倾斜的财政、金

融、资本市场和价格政策。另外，积极促进周边次一级大城市的发展，是减

轻超大城市扩张压力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大城市不足，

而不是大城市过多。

３４３



崛起的中国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们的发展不可能代替大

城市的发展。尤其在当前条件下，远离大城市的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缺乏集

聚效应，对投资和人口的吸引力不足，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往往难以

独立发展起来。而且它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的人均投资和运营成本

比大城市更高，人均土地占有量更大，整体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大城市。如果

采用行政手段将资源过度配置在小城市和小城镇，可能导致资源的大量浪

费，包括过多占用土地资源，从而延缓城市化进程。要想促使小城市和小城

镇发展，首先需要有大城市的健康发展。

大城市发展并不意味着单纯扩大现有大城市的规模，更主要的是要形成

更多的大城市。就动态过程而言，这需要成百座中小城市进一步发展，加入

大城市的行列。但这主要还是个市场选择的过程，政府只能是帮助有良好成

长性的中小城市合理规划、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加快发展，而不应全面铺

开，不应动用行政资源去推动现有的几百座中小城市和成千上万小城镇扩

张。

在城市规模合理化方面，借鉴国际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使用各国数

据，对影响城市规模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城市集中度

（１００万人以上规模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若干影响因素相关。它

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上升。人口密度也对城市

集中度有正的影响 （人口较密集的国家，通常城市集中度较高）。反之，良

好的交通运输条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市集中度，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城市集中度还与各国在各大洲的地理分布有重要

关系。

根据模型分析结果所作的预测，按国际常例中国在 ２００７年的城市集中

度应达到３０％，而不是现在的２０４％。中国２０２０年的城市集中度预测值为

３３９％ （由于目前的集中度过低，作者认为 ２０２０年实际可能达到 ３０％），

２０３０年为３８９％。这仍然低于日、美等发达国家，尽管高于欧洲国家。这

意味着中国未来新增城市人口仍将主要进入超过 １００万人的大城市。到

２０３０年，超过１００万人的大城市可能新增 １５０座以上，其中也包括一部分

特大和超大城市。

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市场

机制的作用下，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发展，都反映了城市集聚效应使得资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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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配置。正是因为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才会吸引

投资和人口集中，导致进一步的集聚。政府政策在总体上应该顺应这一趋

势，而不是试图用行政手段替代和改变这一趋势。

但市场调节在城市发展中也有失效之处。首先，没有政府参与，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可能会落后于城市发展，从而制约城市的健康发展。其次，没有

合理规划的城市无序发展，会造成城市内部和城市间布局混乱，导致负外部

效应迅速上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不合理占地等问题突出。再次，由于

城市的负外部效应不完全由企业和居民个人负担，会导致城市规模过度膨

胀，以致少数城市超出最优规模范围，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和宜居性下降，外

部成本上升。

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需要担负如下职责。

第一，为城市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根据城市的自身发展趋势，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具有超前性，但又不能

凭主观意愿而随意 “超前”，导致投资大量浪费。

第二，一个城市需要基于对城市未来发展的科学预测，对城市的功能分

区、市政建设、公共设施和道路布局等进行合理规划。城市规划需要反复论

证，充分透明，广泛征求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意见，具有科学性、超前性和

经济合理性。

第三，对于全国各地的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和相应的城市间交通等基础设

施建设规划，更需要强调科学性、经济合理性、透明性、公众性、超前性，

与市场导向的城市发展方向相协调，为大城市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同时顾

及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协调发展。特别要有利于形成空间结构和布局合理的

城市群。

第四，对于个别超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扩张，需要通过合理规划进行

疏导，特别注重超大城市周边地区的次级大城市有序发展，从而减轻超大

城市的压力，同时配以其他必要的限制措施。但重点在于，只有更多的百

万人口级别的大城市得到合理发展，才能有效减轻个别超大城市的膨胀压

力。

第五，城市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在于提供城市公共服务。这包括尽早实现

全民覆盖的 （包括城市各阶层居民和外来移民在内的）社会保障和文化教

育、医疗卫生、住房、公共安全等服务，实现城市的和谐发展。城市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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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及早实现职能转换，从过分追求 ＧＤＰ、过分热衷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

财政收入、过多参与产业决策和干预市场的 “经营性政府”，转向服务型政

府；从不受公众监督的管理者，转变为财政公开、运作透明、接受公众监督

的城市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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